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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n the “Epitaph of Bhikkhunī 
Quan,” with a Side Discussion on the Buddhist 
Affiliations of Quan Deyu (759–818) and His 
Offspring

LIU Y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Quan Tai 權台 (809–830), the biographical subject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epitaph of Bhikkhunī Quan” (“Biqiuni Quan shi muzhi” 比丘尼
權氏墓誌 ), was the second daughter of the famous Tang dynasty chancellor 
Quan Deyu 權德輿 . The author of this epitaph is Quan Qu 權璩 , the eldest 
son of Quan Deyu. Since Bhikkhunī Quan is not mentioned in any other extant 
document, much about her life remains unclear.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pitaph, both its material and textual forms, and compares it with previously 
discovered epitaphs and historical records. By doing so, it addresses issues 
related to Quan Deyu’s lineal descent, the symptoms of Bhikkhunī Qu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t nuns and their biological familie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nd the Quan clan’s Buddhist ties.

Keywords: Quan Deyu, bhikkhunī in the Tang, hemiplegia, Buddhism

饒宗頤國學院院刊 	 第十一期
2 0 2 4 年 9 月
頁 2 0 5 – 2 8 6

為皇帝記錄的皇族家史 —  
試論《元朝秘史》的作者、譯
者和讀者問題
張瀚墨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過去研究《元朝秘史》這一包含了正文、旁譯和總譯的特殊文

本，都把《明實錄》洪武十五年元月丙戌日下的一條記錄和現存《元

朝秘史》最末一節的內容看作是揭示該文本秘密最重要的材料，認

為它們提供了考察該文本的創作年代、背景、以及產生原因和目的

等方面的信息。本文再度考察這兩條材料，發現以往對《明實錄》

洪武年材料的句讀和解釋均有不妥之處，而《元朝秘史》的最後一

節文字也不應被看成是整書的「跋文」，因而先前根據這兩條材料對

《元朝秘史》整個文本的年代、創作及用途等方面的解釋也應給予重

新思考。據此，本文從《元朝秘史》的內容和文本特點出發，進一

步分析了該文本可能產生的口頭流傳和表演語境，認為這一文本的

形成離不開整理材料的必闍赤們和提供材料的草原說唱表演藝術家

們的共同努力。《元朝秘史》作為文本是在蒙元帝國必闍赤們的手中

成書的，但該文本所包含的內容，卻是一代又一代草原說唱藝術家

們及他們的聽眾長期努力的結果。不僅如此，《元朝秘史》的讀者是

蒙古帝國的皇族成員，文本所包含的中文音寫、旁譯以及總譯的內

容，則應離不開漢人的參與，也就是說，《元朝秘史》有可能從一

開始就由一個包含了漢人、蒙古人和畏兀爾必闍赤們共同組成的團

隊合力完成的文本，而未必是從一個先由回鶻文寫成的文本翻譯而

來，其目的是記錄和保存蒙古皇帝的英勇事跡及其家族的光榮歷史。

關鍵詞：《元朝秘史》　《蒙古秘史》　作者　譯者　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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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秘史》是一個形式非常特殊的文本，如圖所示，它的內容

由正文、旁譯、總譯三部分組成（圖 1）：正文部分通常被認為是對

其原文—古回鶻文所記蒙古語—的音寫，旁譯是正文右側所示

對正文的逐詞解釋，還包括對時位格等語法提示的標注，總譯則是

使用漢語對一定長度的正文所反映的古蒙古語語義的大意簡述，因

此並不是對原文的逐句精準翻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蒙古語

的語法甚至是一定數量的詞語音義。為研究方便，一段包含正文、

旁譯和總譯的文本塊又被稱作一節。1 整部《元朝秘史》由 282個這

樣的小節構成。「元朝秘史」的字樣見於每一卷卷首，應該是這一文

本自帶的書題。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元朝秘史」也有可能

並不是它所代表文本最初的書題，因為這一文本大部分的權威抄本

均顯示，緊隨「元朝秘史卷一」之後，還有「忙中豁侖紐察脫察安」

的字樣（圖 2）。2 這幾個字，一開始被顧廣圻（1766–1835）當成「元

朝秘史」一書作者的名字，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被大家廣泛接

受，但二十世紀初沈曾植和那珂通世（Naka Michiyo）幾乎同時意

識到顧的理解有誤，從那以後大家才明白，「忙中豁侖紐察脫察安」

實際上是古蒙古語「蒙古秘史」的漢字音寫。3 儘管學者認識到並糾

正了之前的錯誤，「蒙古秘史」卻並不完全等同於「元朝秘史」；事

實上，關於二者之間關係的爭論一直存在，圍繞二者出現時間的先

後順序產生了多種不同說法，但至今也沒有找到切實可靠的證據來

1 使用「節次」、「總譯」這樣的詞彙，較早見於萬光泰（1717–1755）著《元秘史略》，
收入《史料叢編》（臺北：廣文書局，1969 年），頁 1。他猜測正文「每行當別有
蒙古字，今不存矣」。

2 無論十二卷本還是十五卷本，「元朝秘史卷一」之後都有「忙中豁侖紐察脫察安」
字樣。參考烏蘭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所收顧
廣圻（十二卷）本、韓泰華舊藏（十五卷）本書影；陳垣著〈元祕史譯音用字考〉

一文收有葉德輝刻本和李文田抄本（二者均祖顧廣圻十二卷抄本）以及韓泰華舊藏

本首頁書影，見陳垣：〈元祕史譯音用字考〉，收入氏著：《陳垣全集》（合肥：安

徽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12冊，頁 1135–1169。當然，並非所有版本首頁「元
朝秘史」後都有「忙中豁侖紐察脫察安」字樣，如烏蘭書所收丁丙舊藏（十五卷）

本首頁就不見這樣的文字。

3 烏蘭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前言〉，頁 11。

說明哪一種說法更有說服力。4 但是回答這一問題卻非常重要，因為

它不僅涉及到對《元朝秘史》一書原文的考察，而且關係到《元朝

秘史》作為譯文成書的年代—如果它真的是從另外一種文字翻譯

過來的話—以及現存《元朝秘史》的文本與其原文之間的關係；

對於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也必然會影響到對《元朝秘史》原文作

者、譯文的譯者以及與翻譯目的相關的讀者問題的考察。但就研究

現狀來看，大家仍然沒有就這些基本問題達成共識，《元朝秘史》的

成書年代、文本性質、作者、譯者和讀者等問題，雖然經過數代學

者的漫漫求索，卻仍然懸而未決。

以上所舉關於《元朝秘史》書題之爭的例子，還僅僅是圍繞《元

朝秘史》這一文本而產生的若干問題的冰山一角。或許這正像伯希

和（Paul Pelliot）所說，真正的學問必須接受許多問題無法回答這

一事實，對《元朝秘史》的研究我們也應該抱著同樣達觀的態度。5 

《元朝秘史》自形成至今，經歷了數個世紀的整理和研究，尤其是從

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元朝秘史》的研究越來越國際化，參與研究的

學者也越來越多，有學者甚至認為，圍繞《元朝秘史》，已經形成

了一個涵蓋歷史學、語言學、民族學、宗教學等諸多學術領域，可

以稱作「秘史學」的特殊學科。6 但一個學科能否成立，取決於從事

該領域研究的學者能否就其基本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達成

一致。就《元朝秘史》的研究而言，大家對其版本源流的描述少有

異議；對於其他問題，尤其涉及到該文本的作者、譯者、讀者、年

代、原文（如果有）和譯文的使用和流傳等等，則往往因解決問題

的方法和角度相異，而導致對這些問題的解答眾說紛紜，在很多方

面都難以達成一致。7

4 烏蘭總結出四種不同說法，見烏蘭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前言〉，頁
11–12。

5 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著，瞿大風譯：〈關於《蒙古秘史》中的一些基本問
題〉，《蒙古學信息》1998年第 4期，頁 4。

6 關於這一稱謂，參考甄金：《蒙古秘史學概論》（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6 年），頁 1–11；烏蘭：《元朝秘史（校勘本）》，〈前言〉，頁 1；白．特木爾
巴根：《〈蒙古秘史〉文獻版本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 5。

7 可參考烏蘭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中〈前言〉對於相關問題討論的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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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這些討論和答案還是以一些共同假設為基礎。比

如，研究者普遍接受《元朝秘史》譯自某种古文字書寫的古蒙語

文本，多數人認為原文是已佚的十三世紀的回鶻文蒙古語文本，而

且，《元朝秘史》的正文係明初漢人為學習蒙語而使用漢字對非漢

語源文本的音寫，所用漢字也應該反映了明朝初年的讀音。另外，

關於《元朝秘史》原文寫成的年代，儘管有 1228、1240、1252、

1264、1276 或 1324 年等「鼠兒年」的不同提法，但這些說法均認

為，《元朝秘史》所記錄的蒙古語原文作為一個整體完成於上述其中

一個「鼠兒年」七月召開的忽里台諸王大會期間；因為《元朝秘史》

的源文本和譯本都是集體創作的產物，所以其作者不像單個作者那

樣具有辨識度，而無論《元朝秘史》文本內部還是文本之外的其他

材料，都沒有提供足夠清晰的線索幫助我們確認該文本的作者或譯

者。8

這些假設都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基於對有限的相關史料的閱

讀和理解。關於今天所見《元朝秘史》的文本，本是明初朝廷為培

養蒙語翻譯人才，而用漢字記錄原本反映蒙語發音的文本內容，並

加旁譯和總譯的說法，依據的是《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

一四一洪武十五年（1382）的一條記錄；而關於《元朝秘史》原

文成書年代的推測，則是依據《元朝秘史》結尾，即第 282 節的一

句話所提供的時間、地點和事件等信息。這兩條記錄雖然都比較簡

短，卻是支撐起建構整個「秘史學」最重要的基石，而圍繞《元朝

秘史》原文及譯文的年代、用途、以及作者、譯者等問題展開的討

論，都是從解讀這兩條記錄入手的。不過，重新審視這些基礎性材

料，我們會發現，以往的研究對它們的理解和使用，並非沒有不值

得商榷的地方。本文正是從對這兩條材料的解讀入手，試圖澄清以

往研究中對材料本身的諸多誤解，從而以此為例，進一步探討作者

概念與文獻形成關係的複雜性，將《元朝秘史》的作者和譯者問題

8 亦鄰真認為，就目前已有證據而言，任何「企圖發現《秘史》作者是徒勞之舉」，
見亦鄰真：〈《元朝秘史》及其復原〉，收入氏著：《元朝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呼

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7 年），頁 86。

與製作這一特殊形式的文本的目的—即與讀者有關的問題—結

合起來思考。

一、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實錄

關於《元朝秘史》，人們一般認為它是由古回鶻文所記蒙語書

寫，成書於十三世紀的蒙古國史（蒙古語稱「脫卜赤顏」）的一部

分。寫成以後秘藏皇宮，外人難以看到（即「秘史」）。元朝滅亡之

後，蒙古國史落入明朝人之手。明初，為在漢人中培養與同時的北

方大漠蒙古政權打交道的蒙語翻譯人才，蒙古國史中的一部分內容

便被拿來作為外語培訓材料，我們在《元朝秘史》裡所看到的關於

蒙古國前二帝成吉思汗（1162–1227）和窩闊台（1186–1241）的記

載，便是為服務於這一目的而被保留下來的。也就是從這時起，曾

經罕有讀者的秘史變成了眾多使臣學習蒙古語的教材。9 支持這一看

法的最重要的證據，便是明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丙戌的那條實錄。這

段文字原本沒有標點（圖 3），但在研究中，引用者通常作如下標點：

丙戌，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上

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製為蒙古

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

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

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

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達

9 這裡對《元朝秘史》來歷的描述，學者們已達成共識，已成為討論《元朝秘史》的
基本認識。可參考亦鄰真：〈《元朝秘史》及其復原〉，頁 73–74；烏蘭校勘：《元
朝秘史（校勘本）》，〈前言〉，頁 9–10；甄金：〈《蒙古秘史》漢譯考〉，《內蒙古
師大學報》1983年第 3期，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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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情。10

這段文字的標點問題不少，不但忽略了古文文法的規則，讀破

了句子，而且憑想像添加標點，將原本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變成

既定事實，因而對這段話的真正含義造成了不必要的誤解。為真正

落實這段話所傳達的真實信息，我們首先需要重新審視這段文字的

句讀，現將其重新標點如下：

（A）丙戌，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B–1）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製為蒙

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

華言譯其語，（B–2）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

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

（C）既成，詔刊行之。（D）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

達其情。11

按照句子的義群組合，這條記錄可大致被分成四個部分。第一

部分 A 即開始的第一句話：「丙戌，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

夷譯語。」因為記錄的是明太祖高皇帝的政令起居，所以這句話的

主語很明確，與後面緊跟的那句話的主語「上」一樣，均指代明太

祖。根據今天我們對歷史記錄客觀性的理解，A 部分的這句話最能

體現「實錄」的內涵：明太祖在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的丙戌這

一天下達了一道命令，即吩咐翰林院的侍講火原潔等人一起編纂外

10 此處引用的標點形式基本與甄金著〈《蒙古秘史》漢譯考〉裡的一致。甄金在引文
的最後還特別注明，所引用文字的斷句和標點，都是他「參照先例標出的」，見甄

金：〈《蒙古秘史》漢譯考〉，頁 22。類似的標點也見於其他研究，或全引，或部
分引用，間或特別說明「文中斷句、標點係筆者參照先例所標」等，但對如此標點

的原因卻並沒有具體的分析和說明，例如杭愛、烏黎：〈對《蒙古秘史》研究史起

點問題的思考—從《元朝秘史》是翻譯文本說起〉，《西部蒙古論壇》2010 年第
1期，頁 33。

11 黃彰健校勘，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實錄．明太祖實錄》（北京：中華書
局，2016 年），頁 2223–2224。括號內英文字母乃筆者為方便討論所加。

語學習教材，稱作「華夷譯語」，其中的一部為蒙古語學習教材。12 

如果這部蒙古語教材題為《華夷譯語》，那麼其中的「夷」指的是

「前元」的蒙古族統治者，講的是蒙古語。翰林院侍講火原潔，也寫

作火源潔，生平不見於《明史》和《明實錄》；據明翰林學士奉議大

夫兼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1318–1400）於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

為「華夷譯語」所作之序，火原潔屬於「朔漠之族」，他本人「生

於華夏，本俗之文，與肩者罕」，不但精通蒙語，而且受過良好的

中國古典教育，所以才有皇帝「遂命以華文譯胡語」的話。13 據《涵

芬樓秘笈》所收《華夷譯語》孫毓修（1871–1922）跋，火原潔「本

元人」，曾「仕元」，後入仕明朝，主持編修過十三國譯語。14 不過，

清人將明代出版總名為《華夷譯語》的十三種譯語都歸到火原潔和

另一名主持編纂者馬沙亦黑名下，並不符合事實，尤其不可能是二

人於洪武二十二年奉敕編纂。較合理的說法應該是，十三國譯語大

多由明永樂五年（1407）才成立的官方機構「四譯館」經過挺長時

間才編譯而成的。15 《華夷譯語》的版本和抄本都比較多，16 其中比較

常見的是《涵芬樓秘笈》第四集中的《華夷譯語》兩冊，包括劉三

吾序、孫毓修跋、凡例、漢蒙譯詞語詔敕書狀等部分，原本是《永

樂大典》的一個輯佚本，但商務印書館將其收入《涵芬樓秘笈》（第

四集）出版的時候作了改變，略去了蒙文原字，而只保留了漢字音

12 雖然此處沒有明確說明「華夷譯語」和之後所說的蒙古語教材之間的關係，但根據
明清「華夷譯語」的相關記述，我懷疑它是一個類似於今天所說的叢書一樣的題

目，而蒙古語教材只是其中的一種，所以除非特別指出，我暫且稱之為「華夷譯

語」而不是《華夷譯語》。關於這個問題，後文有更為詳細的辨證。

13 劉三吾：〈序〉，《華夷譯語》（明經廠刊本），收入《涵芬樓秘笈》第四集（上海：
商務印書館，1918年），頁二上。

14 孫毓修：〈跋〉，《華夷譯語》（明經廠刊本），收入《涵芬樓秘笈》第四集，頁一上。
15 魏英邦：〈《華夷譯語》研究拾零〉，《青海社會科學》1982年第 2期，頁 114–120。
16 參考魏英邦：〈《華夷譯語》研究拾零〉，頁 116–119；李志躍：〈明初南京出版的
工具書《華夷譯語》述略〉，《江蘇圖書館學報》1999年第 3期，頁 37–38；劉紅軍、
孫伯君：〈存世「華夷譯語」及其研究〉，《民族研究》2008 年第 2 期，頁 47–55；
馮蒸：〈「華夷譯語」調查記〉，《文物》1981 年第 2 期，頁 57–68；哈斯額爾敦：
〈《華夷譯語》（漢蒙譯語）研究〉，《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漢文版）》

1987年第 1期，頁 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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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和語義，17 給人的印象是，這就是由火原潔等主持編譯、於明洪武

二十二年完成的《華夷譯語》，無蒙語原文，以漢字音寫蒙語發音，

「來文」部分 1–5 為詔敕類文件，每一篇都包括正文漢字音寫、旁譯

和正文音寫句子的分單位漢語語義翻譯，形式上與《元朝秘史》相

類；6–12 篇為書狀類文件，則缺少句子單位的漢語語義歸納，而是

只包括正文和旁譯。

事實上，對「華夷譯語」的認識，學界有廣狹二義之分。狹義

的「華夷譯語」指的就是明洪武年間由火原潔奉敕主持編譯的蒙古

語教材，類似於《涵芬樓秘笈》（第四集）所收錄和改編的《華夷譯

語》的形式；而廣義的「華夷譯語」，則並非單本書名，而是泛指

明清兩朝的四夷館（清代稱「四譯館」）、會同館以及會同四譯館等

機構所編纂的諸多漢語與非漢語語言的對譯詞彙（或稱為「雜字」）

和公文（或稱為「來文」）的總稱，學界將其歸類，一般分成甲、

乙、丙、丁四種：甲種《華夷譯語》即洪武《華夷譯語》，根據《明

實錄》和《涵芬樓秘笈》中劉三吾序中的信息，此《華夷譯語》即

火原潔於洪武十五年奉敕修撰、洪武二十二年完成並刊行的漢譯蒙

語，現存版本、抄本中不見蒙語原文；18 乙種《華夷譯語》又稱永樂

《華夷譯語》，由明永樂五年始設的四夷館編譯的不同民族文字與漢

語的音、義寫譯，四夷館由開始的八館增加到後來的十館，譯語包

括雜字和來文，漢語與非漢語文字並存；丙種《華夷譯語》又稱會

同館《華夷譯語》，由明代會同館編輯，只有雜字而無來文，也無

原文，大家通常所說的十三館譯語即指會同館《華夷譯語》，儘管

實際上所出並不僅僅限於十三館的編譯；丁種《華夷譯語》也稱會

同四譯館《華夷譯語》，為乾隆十三年（1748）會同四譯館成立以

後所編撰的譯語，只收雜字，沒有來文，基本上都是漢與非漢語文

17 李志躍：〈明初南京出版的工具書《華夷譯語》述略〉，頁 37–38。
18 所謂狹義的「華夷譯語」，其實指的是「華夷譯語」中的一種，即蒙古語教材，《明
實錄》中關於蒙古語教材的記述緊接在「華夷譯語」一詞之後，錯給人以「華夷譯

語」就是蒙古語教材的印象。其實「華夷譯語」和蒙古語教材二者屬於包含與被包

含的關係。

字並存。19 不難看出，甲、乙、丙、丁四類《華夷譯語》，大致按時

間順序排列，儘管並不絕對，而涉及到具體的版本還需要作具體的

分析。另外，「華夷譯語」的廣狹義之分，也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

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避免討論時有不必要的混淆；事實上，狹義的

「華夷譯語」，即以漢文寫譯蒙語的著作，應該就是廣義甲種《華夷

譯語》，從時間上看也是明清產生的眾譯語的鼻祖。本文所涉及的

正是這種邏輯上最早的「華夷譯語」教材，也就是洪武十五年明太

祖任命火原潔等負責編譯的蒙漢教科書，為行文方便，姑且稱之為

《華夷譯語》。

A 部分的新標點與大家一般所接受的並無根本不同。岐義的產

生在下文，也就是引文的第二部分。

從行文邏輯看，第二部分是對第一部分 A 中明太祖所下的編

類蒙漢譯語之命令的進一步解釋，根據內容又可進一步分為 B–1 和

B–2 兩部分，其中 B–1 解釋明太祖下達命令的原因，B–2 說明所編

譯語的內容與形式特點。值得指出的是，B–1「上以前元素無文字、

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製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原潔

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是一個主謂賓成分完整的單句，

主語為「上」，謂語動詞為「命」，「命」之後的內容即皇帝的指示；

從「以」到「至是」之間的內容，就是皇帝下達編撰蒙漢譯語的原

因。整個句子的意思，翻成白話就是：皇上考慮到前朝的蒙古人因

沒有自己的文字而導致從當初至今的發號施令都是藉助高昌文字書

寫的蒙語發音來溝通天下之言，所以就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和編修

馬沙亦黑等人用漢文來譯寫他們的話。B–2 部分與 B–1 聯繫緊密，

可以看作是對 B–1 結尾部分「以華言譯其語」的進一步說明：「凡

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指的是教材所收

錄翻譯內容（似乎主要指的是雜字）的類別之廣，是從翻譯內容的

語義歸類角度而言的；而「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

部分突出的則主要是對以上各類語彙的音寫，即使用漢字音聲系統

來表示和記錄「華夷譯語」中所收錄蒙語詞彙的發音。

19 馮蒸：〈「華夷譯語」調查記〉，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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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標點和理解與學界通常對這段文字的處理不同，主要體

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句讀不同，二是對其中的代詞和某些關鍵詞的

理解的差別。根據句子義群的分析，這裡將 B–1 和 B–2 當成一個

整體的兩個聯繫緊密的部分來看待，我們甚至可以說，B–1 和 B–2

共同構成了一個邏輯上呈解釋說明關係的長句子。但是學界常見的

處理方式，卻是將這一意義上聯繫緊密的整句拆分成三個獨立的句

子，如前面引用的研究者「參照先例標出的」：第一個句子從「上」

開始到「天下之言」，「上」為主語，但是沒有「上」發出的行動，

也就是缺少謂語動詞，儘管中間存在多處標點停頓，但由於忽略了

句子的整體語義，實際上所包含的成分尚不足以構成一個完整的句

子。第二個句子從「至是」到「靡不具載」，主語仍然是「上」，謂

語為「命」，「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為「命」的

內容，但在進一步說明「以華言譯其語」的時候，一種廣為大家所

接受的標點方式是只把解釋譯語內容的部分包含在這個句子中，而

將原文對譯語語音記錄方面進行說明的部分，誤解成與《元朝秘史》

有關。結果，第三句「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

中的「元秘史」就變成了《元秘史》，又進一步將其等同於《元朝秘

史》或者《蒙古秘史》，第一個「其」字指代《元秘史》，第二個「其」

字指代《元秘史》的蒙語內容。另外，將「至是」下讀也是誤讀，

原因是沒有認識到「至是」作為時間補語強調的是對「前元」使用「高

昌之書製為蒙古字」的時間之長，其實「至是」意即「至今」；如果

將二字下讀，則在語法上找不到它們所修飾或關聯的成分。

為澄清可能造成的誤解，需要對這句話裡的三個「其」字作進

一步推敲。首先，「以華言譯其語」中的「其」字，指的前面一句

提到的「前元」統治者，即蒙古人，「其語」即蒙古語。如果進一步

追問，還可以討論皇帝命火原潔和馬沙亦黑編譯的到底是哪一種蒙

古語：是書面語還是明初的蒙古口語？如果是書面語，是前文提到

的「高昌之書」即回鶻文書寫的蒙古語呢，還是從 1269 年忽必烈朝

開始頒行全國的八思巴文？雖然回鶻文和八思巴文都是用來記錄蒙

古語的，但八思巴文所記錄的語言與當時的口語很接近，回鶻文記

錄的蒙古語所呈現出來的語言特徵，則與使用八思巴文字書寫的蒙

古語口語有著明顯的不同。20 不過，從這條實錄的上下文語境來看，

如果「其語」指的是蒙古語書面文字，則火原潔和馬沙亦黑等編寫

的使用漢語譯寫的「華夷譯語」中的蒙古語原文，較有可能屬於引

文第二部分 B 前半句所提到的「高昌之書」所製之蒙古字，即回鶻

文所記蒙古語。不過我們更有理由認為書中收錄的主要是當時的口

語，因為這段文字的最後一部分提到了這本教材的作用，即 D 部分

所說的「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達其情」（「從今以後出使蒙古的

大臣都能明白他們所說的意思」），由此溯推洪武年間編譯此教材的

實用目的，就是為明初使臣出使蒙古大漠服務的。21 不過，我們也不

能完全排除 B–2「復取元秘史參考」的部分有可能參考了元秘史的

內容，也就是說，參考了前面所提到的回鶻文所記蒙古語的某些書

面材料。22

這一部分的第二個「其」字即「紐切其字」中的「其」字，不

應該被看成是《元朝秘史》的代詞，這不但因為我們還沒有證據在

「元秘史」和《元朝秘史》之間劃等號，更因為文中清楚地說明，「元

秘史」是被用來輔助編寫蒙古語教材的，也就是說，編譯者在編譯

「華夷譯語」時，只是參考了「元秘史」的內容，或者「聲音」，或

者二者兼有，但 B 部分整個句子討論的核心是「華夷譯語」，而不

20 巴雅爾：〈《蒙古秘史》原文考〉，《民族語文》1981年第 3期，頁 29；黃宗鑑：《〈華
夷譯語〉研究》（北京：昆侖出版社，2014年），頁 27–28。

21 《華夷譯語》所標音為明初蒙古語口語這一點，有學者從《華夷譯語》漢字音寫蒙
語的某些語言現象特點的分析中也得出同樣的結論，比如黃宗鑑對《華夷譯語》

詞彙的長元音演變等現象的分析就是這方面的證明。見黃宗鑑：《〈華夷譯語〉研

究》，頁 8–11、57–66。
22 學界通常認為參考的是《元朝秘史》的原文，即畏吾體蒙古語書面語，而不是今
存《元朝秘史》對原文的音寫，理由是大家普遍認同陳垣認為《元朝秘史》的漢

字音寫晚於《華夷譯語》的說法，參考黃宗鑑：《〈華夷譯語〉研究》，頁 5–6。不
過，也有學者認為火原潔和馬沙亦黑等參考的就是完成了對蒙語原文進行漢字音寫

的《元朝秘史》，比如巴雅爾對比了《華夷譯語》和《元朝秘史》某些詞彙漢字音

寫的異同點之後，認為《元朝秘史》和《華夷譯語》的漢字音寫不是由明初火原潔

等同一批編譯人員完成，與陳垣等的觀點更好相反，巴雅爾認為《元朝秘史》中的

漢字音寫早在元朝就已經完成了，不過只有音譯，參考巴雅爾：〈關於《蒙古秘史》

的作者和譯者〉，《內蒙古師範學院學報》1978年第 1期，頁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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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元秘史」。這裡的「其」字的真正所指，乃是「華夷譯語」所

收蒙語詞彙的華言譯語，更具體地說，即指「其」字之前所列該書

所包含的「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等類蒙古語語

彙的漢字音寫。而這個「其」字，又跟它之後「以諧其聲音」中的

第三個「其」字聯繫緊密。第三個「其」字指的是「華夷譯語」所

收錄的蒙語詞彙，即第二個「其」字所表示的漢字音寫的對象。總

之，只要弄明白這條實錄第二部分的語法和句子結構，這一部分所

包含代詞的所指和關鍵詞的內涵就都不難理解了。

這段實錄的第三部分 C 雖然簡短，卻包含了很重要的信息。首

先，我們需要明確「既成」的主語和「詔刊行之」的「之」字所指

一致，二者指的都是《華夷譯語》的這部教材。不過，有的學者認

為編成之後要出版的不僅僅包括《華夷譯語》，而是也應該包含《元

朝秘史》。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推測，首先是因為持有這種說法的

學者將「元秘史」等同於《元朝秘史》或《蒙古秘史》，其次是因

為他們過於強調《華夷譯語》和《元朝秘史》之間的密切關係，甚

至把這種關係比作「孿生姊妹」，23 認為二者乃「伯仲之書」。24 這一

推論顯然是以《明實錄》的這條記載為依據的；但根據前面的分析，

這樣的理解是對 B 部分句子結構和含義的誤解。只要弄明白 B 部分

的結構和含義，恐怕就不會牽強地將《元朝秘史》也看作是「既成」

的主語和「詔刊行之」的「之」字所指代的文本了。

C 部分內容所包含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則與「華夷譯語」「既

成」的時間有關。有人認為 C 部分所反映的時間類似於英文中的將

來完成時（future perfect）時態，將這一部分也視為洪武十五年春

明太祖所下命令的一部分表述，意思是「將來成書時，要遵照本詔

命，立即刊行」。25 這一解釋，顯然與解釋者意識到這條實錄本身

所顯示的時間與可能的文本「既成」的時間不一致的問題有關。誠

如甄金所言，我們總不能認為《華夷譯語》和《元朝秘史》在洪武

23 甄金：〈《蒙古秘史》漢譯考〉，頁 26。
24 陳垣：〈元祕史譯音用字考〉，頁 1143。
25 甄金：〈《蒙古秘史》漢譯考〉，頁 26。

十五年頒詔之時就已經成書並加以刊行了，所以他就將這句話理解

成成書之前的敕命，以解釋詔命下達和書成刊行二者之間時間不一

致的問題。26 將「既 + 動詞」的結構理解成動作行為已經完成的時

間性標誌是正確的。在古漢語中，這一結構首先表示動作行為已完

成，但同時標識句義尚未結束，因此又有引出後文的作用，而所引

出的下文分句與「既」字分句保持語義上的聯繫。27 不過，「既 + 動

詞」結構本身並不表示將來行為動作的完成，古漢語中也找不出「既

+ 動詞」結構表示類似於將來完成時態的辭例。事實上，如果我們

堅持認為「既成，詔刊行之」屬於將來完成的行為動作，就應該推

論 C 部分表達的兩個連續的行為動作屬於假設而非事實。這樣的理

解或許能勉強讓 C 部分的表達作為孤例而存在，但即使這樣，也難

以避免與 D部分的陳述相矛盾。

D 部分表達的是：《華夷譯語》編譯刊行之後，用於培訓與撤至

漠北的蒙古政權溝通的使者，結果證明，使用這一教材培訓使臣，

效果很好，因為「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達其情」。D 部分開

始的時間短語「自是」，即「從此以後」，明確指出之後的內容表達

的是《華夷譯語》編譯刊行之後的使用情況。如果說 C 部分尚可以

勉強被看作是表示將來完成時的假設陳述，但 D 部分卻不可以，因

為《華夷譯語》在現實中使用的效果，不可以在假設中被驗證，而

屬於經驗的範疇。而且，「自是」的時間短語所表達的也不是某一時

間點，而是一段時間的延續，按常理判斷的話，這段時間一般應包

括使臣使用《華夷譯語》接受培訓的時間、以及培訓結束後至少擁

有一次出使經驗（即「往復朔漠」）的過程。教材的使用顯然是承

上而言，即 C 部分所說的教材的編譯和刊行，而且對其使用效果的

描述明顯屬於事實陳述而不是假設，所以將 C 部分看成是將來完成

時的句子結構，既與古代漢語的辭例不符，又與常識相悖，是難以

26 同上注。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根據這條實錄認為《蒙古秘史》於洪武十五年已編譯
完成，比如清人高寶銓、日人那珂通世、內藤湖南（Naitō Konan）和俄羅斯人潘
克福等，他們忽略了詔命和成書刊行之間的時間差問題。參考甄金：〈《蒙古秘史》

漢譯考〉，頁 24。
27 何樂士編著：《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6年），頁 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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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

總括前面對《明實錄》洪武十五年元月丙戌這一條記載的分

析，我們可以明確以下兩點結論：第一，這條記錄層次分明，實錄

部分和解釋說明的各部分都有時間標識，不易混淆；具體來說，這

條記錄顯示，它所包含的幾部分內容並非全都在洪武十五年元月丙

戌這一天發生，而是既包括當天皇帝下達敕命的記載，也包括對皇

帝所下敕命原因和內容等方面的解釋，還包括對日後不同的時間段

內皇帝所下命令的執行情況的分別說明等內容。將不同時間內所發

生的事件記錄都匯集於同一天的「實錄」條目下，與其責怪史官不

負責任、在編輯這段記錄時有胡亂剪裁的嫌疑，28 還不如說，這提醒

我們要正確認識此類實錄的文本性質：洪武十五年元月丙戌的這條

記錄，毫無疑問是後來小心編輯的結果，後期的編輯圍繞洪武十五

年元月丙戌這一天皇帝下達的命令展開，反映的是明太祖下達命令

的時間，而不是《華夷譯語》編譯、刊行或者使用的時間，更不是

這條實錄產生的時間。29 

28 William Hung （洪煨蓮）認為《明實錄》的編者很有可能是根據洪武二十二年劉
三吾為《華夷譯語》寫的序編造了洪武十五年的這條實錄，他說：“An important 
question is: Where did the official historiographers obtain the material for that 
passage? These men rarely put their own brains completely to work. The present 
passage bears clearly the marks of the clumsy and stupid use of ‘scissors.’ Certain 
wordings might have come from LIU San-wu’s preface to the Hua-i i-yü. But LIU 
had said nothing about compiler Ma-sha-i-hei, nor anything about the book Yüan 
pi-shih. A possible hypothesis is that these compilers or revisers of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Emperor Ming T’ai-tsu had merely taken the preface of the Enlarged 
Hua-i i-yü, cut, and condensed it in the passage they give.” See William Hung, “The 
Transmission the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4. 3/4 (1951): 464。這段話的漢譯可參考洪煨蓮著，張
乃駿譯：〈《蒙古秘史》的版本流傳〉，《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84 年第 1 期，頁
13，不過張譯並沒有完全忠實於洪著原文。

29 根據《涵芬樓秘笈》第四集所收《華夷譯語》中劉三吾的序言，《華夷譯語》的刊
行時間通常被認為是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至於《華夷譯語》的內容在這之前
是否已經用於培訓、是否有別的版本或抄本被使用以及刊行之後使用的範圍如何，

我們卻不得而知。事實上，《涵芬樓秘笈》第四集所收《華夷譯語》的內容並非很

多，如果這樣的教材是急需的，好像並不需要在皇帝下達命令七年後才能刊出使

用。但無論如何，該書的編譯刊行和使用是在洪武十五年之後。

第二，《明實錄》的這條記載只是針對《華夷譯語》而言，而不

是像過去所認為的那樣同時也涉及到《元朝秘史》的編譯和刊行。

導致過去誤解的原因，恐怕主要還是對構成那條實錄的語義群以及

句子結構的誤解；另外一個原因是將實錄中提到的「元秘史」一詞

武斷地等同於後來發現的《元朝秘史》，甚至忽略了這段話中的「參

考」一詞，徑直將 B–2 的後半部分變成「復取元秘史，紐切其字，

以諧其聲音」，並進而認為《元朝秘史》是在洪武十五年完成了漢

文的音寫和意譯。30 其實，「秘」字可以指與皇帝有關的事物，比如

在像「秘駕」、「秘閣」、「秘色」這樣的詞中，因此「秘史」可指與

帝王行止、作為、政令等有關的歷史記錄，也可泛指以帝王為中心

的官方歷史，而「元秘史」則可以泛指以皇帝為中心的蒙元帝國官

方史乘，我們可以說《元朝秘史》包括在「元秘史」的大範疇內，

而「元秘史」未必就是《元朝秘史》。另外，洪煨蓮指出的一點很

重要，劉三吾在《華夷譯語》序言中根本沒有提到《元朝秘史》的

音寫或意譯；而如果《元朝秘史》果真像大家一般所認為的那樣，

與《華夷譯語》為伯仲姊妹之書，屬於類似於《華夷譯語》那樣的

蒙古語學習教材，尤其在後者的編譯過程中還起到過參考作用，那

麼劉序不提到它多少有點不可思議。因此，以《明實錄》的這條記

載為依據來推測《元朝秘史》出於明人學習蒙古語的目的被音寫翻

譯成漢文的假設，恐怕難以成立，我們既不能將「元秘史」等同於

《元朝秘史》，更無法得知《元朝秘史》是否真的充當過明朝使者的

30 那珂通世在他的著作《成吉思汗實錄》中引用《明實錄》洪武十五年的這條記載時，
不小心漏掉了「參考」一詞，並認為原文為回鶻文所記蒙古語的《元朝秘史》於洪

武十五年被譯成漢文，見氏著：《成吉思汗實錄》（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1907 年），頁 1。金井保三（Kanai Yasuzo）指出那珂通世的疏忽，並推測《元朝
秘史》早在元仁宗在位期間（1311–1320）就被譯成了漢文，而稻葉岩吉（Inaba 
Iwakichi）則認為無論那條實錄有沒有「參考」一語，那珂通世所持的《華夷譯
語》的編譯者在編譯此書過程中參考過《元朝秘史》這一觀點是成立的。關於這

段討論，可參考 William Hung, “The Transmission the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4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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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語教材。31 

如果《元朝秘史》不是被當做蒙語學習教材而是以目前我們所

知道的形式被用來閱讀的，恐怕我們首先要問：這種形式的文本是

為甚麼樣的讀者準備的呢？現有《元朝秘史》是一種原文缺失、音

義都由漢文來表示和表達的文本，這就必然要求我們追問原文的形

成、性質和作者、以及相應的涉及漢文翻譯的目的和譯者等問題，

以回答《元朝秘史》服務於甚麼樣的讀者的問題。關於蒙語原文《元

朝秘史》的形成時間、性質和作者問題，學界也有很多討論，這些

討論的核心是《元朝秘史》書末的一條譯語。

二、《元朝秘史》書末跋文

根據總譯語段的數量，《元朝秘史》全書被分為 282 節。第 281

節講述的是窩闊台（1229–1241 在位）對自己的評價，即他所謂的

繼承皇位後「添了四件勾當⋯⋯差了四件⋯⋯」，即四件對帝國有

好處的事和四件可能成為他人生汙點的事；這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對

窩闊台一生功過的總結。緊接著最後這一節是下文第 282 節的一段

話（圖 4），也被當作是該書書末的跋文看待：

31 其實我們還應該就《元朝秘史》可能作過蒙語教材的假設進行進一步討論，以考察
這一假設是否可能成立，但目前我們似乎還沒有足夠的材料來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我們還不清楚手中的《元朝秘史》是否反映了這一文本的原始形態，不清楚《元朝

秘史》最初的譯本是不是帶有蒙語原文。如果《元朝秘史》果真是一種蒙漢雙語學

習教材，它現存形態—即只有原語言漢字音寫、單詞意義和語段總譯而不見原

文—是令人困惑的。代表朝廷出使漠北，需要的不僅僅是必要的口頭交流技能，

應該也包括涉及和談、貿易、締約等事務的書面語知識，因此缺少了原文的外語教

材—尤其是培養代表朝廷出使的教材—是否能夠達到為國事出訪而進行的外語

培訓的目的是很可疑的。現存較早的《華夷譯語》版本和抄本也沒有蒙語原文，而

《明實錄》卻明確肯定了該教材良好的使用效果。我懷疑，除非《華夷譯語》只是用

來培訓口語，而書面語的培訓另有教材；否則，我們只能說目前已有的《華夷譯語》

版本和抄本並不能反映該教材的原貌，即最初的《華夷譯語》應該是雙語的。最初

的譯本《元朝秘史》是否也是雙語的呢？即使我們承認《元朝秘史》是從回鶻文所

記蒙古語的文本翻譯過來的，基於現有材料，我們還是難以回答這個問題。正因如

此，對於《元朝秘史》作為蒙語培訓教材可能性的探討，目前尚難以展開。

（旁譯：）大聚會聚著，鼠兒年七月行，（客魯舌洌訥）

河名的（闊迭額阿舌剌舌侖）地名的（朶羅安孛勒答中合）

七孤山行（失勒斤扯克）地名兩間宮下著有時，寫著畢了。

（總譯：）此書大聚會著。鼠兒年七月。於客魯漣河。

闊迭額阿舌剌勒地面處下時。寫畢了。32

關於《元朝秘史》的成書年代，學界一般將這一問題進一步分

解成兩個部分來討論：即一是漢字音義譯本《元朝秘史》的形成時

間，一是漢字音義譯本《元朝秘史》所依據的蒙古語原文—通常

認為是由回鶻文所寫—的成書時間。33 前者的討論主要依據《明

實錄》洪武十五年元月丙戌的一條記載，前文已做過詳細分析；後

者則主要依據前面摘引的《元朝秘史》第 282 節內容，其中最重要

的關鍵詞就是「鼠兒年」。34 根據上文總譯的說法，「此書」是鼠兒

年「寫畢」的。那麼是哪一個鼠兒年呢？大家普遍認為，只要確定

了這裡所指的是哪一個鼠兒年，漢譯《元朝秘史》所依據的原文的

成書年代基本上就可以解決了。當然，對於《元朝秘史》所依據文

本的成書年代的討論，有一個逐漸加深的過程，隨著討論的加深，

大家認識到問題的複雜性，在《元朝秘史》源文本形成年代問題上，

由原先的一次成書說轉移到多次成書的假說，因此諸說在確定了上

32 烏蘭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頁 401。這裡只錄旁譯和總譯，正文、旁譯和
總譯的關係如圖 4 所示。為敘述方便，旁譯的括號裡顯示正文給出的河名和地名，
且在本文正文中提及這些名稱時，不再使用上標或者下標小字。

33 為行文方便，本文暫且假設《元朝秘史》譯自一個由回鶻文所記蒙古語的文本，稱
之為《元朝秘史》的源文本。

34 蒙古族從公元十二世紀引進了十二生肖紀年的方式，十三世紀又根據自己的生活
環境、方式和習俗等命名了十二個月名，比如此處文中的七月，即以狍子命名。

關於古蒙古語年月名稱的討論，參考小林高四郎（Kobayashi Takashiro）著，特
古斯巴雅爾譯：〈蒙古人的年月名考〉，《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85 年第 3、4 期，
頁  49–54（原文發表於 1957 年日本《民族學研究》第 21 卷第 1、2 合刊號）；亦
鄰真著，陳曉偉譯：〈古蒙古語月名〉，《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六輯（北京：

科學出版社，2013 年），頁 207–210（原文為蒙古語，發表於《內蒙古大學學報
（蒙文版）》1978 年第 1 期，題為 “Arban Qoyar ara-yin Erten-ü Nereidül”，署名
Aradnaka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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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指是哪一個鼠兒年之後，往往還會對文本內容作進一步的區分

和探討，對書末所指鼠兒年作進一步的補充和限定。35 不過，無論是

持一次成書說還是多次成書說，確定前引 282 節中鼠兒年之所指，

仍然是諸說討論《元朝秘史》源文本成書年代之關鍵。概括起來，

關於《元朝秘史》源文本的成書年代，大致有以下幾種說法：1228

戊子年，1240 庚子年，1252 壬子年，1264 甲子年，1276 丙子年，

和 1324 甲子年。這些說法，要麼根據《元朝秘史》別處所記的忽鄰

勒塔（即忽里台）大會與 282 節之所記的相似性、要麼根據《元朝

秘史》某些內容所反映的思想傾向、要麼以窩闊台汗去世的年分與

《元朝秘史》中相關內容的對應、要麼以書中出現的某些個地名的使

用年限等等為依據，從各自的角度看似乎都持之有據，但也各有各

的問題，學界至今仍未就此達成一致。36

認為《元朝秘史》成書於公元 1240 鼠兒年的說法，主要考慮

到書末記載窩闊台汗的事跡，窩闊台死於 1241 年，而書中最後記錄

顯示當時窩闊台尚健在，因此就認為第 282 節所記的鼠兒年為窩闊

台去世之前的 1240 年，記事成書截止於窩闊台去世之前。37 持成書

於 1252 年說法的學者則傾向於對《元朝秘史》中的內容進行政治

性的解讀，認為該書對托雷系多有正面描寫，因此體現了托雷系的

意志，遂將第 282 節的鼠兒年解釋成召開忽里台大會推舉托雷系的

蒙哥做大汗的時間，也就是《元朝秘史》的源文本成書的時間。38 另

外，也有學者根據書中所示「宣德府」、「東昌」、「北平」（該注未

出現「北平」）等地名最早建制的時間，來推算該書源文本完成的

時間上限，並據此來進一步推定可能的鼠兒年「寫畢」時間，比如

公元 1264和 1276 兩個鼠兒年的提法。39

35 甄金：《蒙古秘史學概論》，頁 64–69；白．特木爾巴根：《〈蒙古秘史〉文獻版本
考》，頁 22–29。

36 關於《元朝秘史》源文本成書年代的討論很多，可參考烏蘭校勘：《元朝秘史（校
勘本）》，〈前言〉，頁 5–9。

37 烏蘭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前言〉，頁 7，注 2。
38 同上注，頁 8，注 1、注 2、注 3。
39 同上注，頁 8，注 4、注 5。

值得指出的是，這些說法都無法說明它們所確定的成書時間與

所依據事件要素之間的必然聯繫。比如，認為《元朝秘史》的源文

本完成於 1240 年的說法，其實隱含著一個《元朝秘史》的書寫與事

件發展同步的假設，即所記事件發生的時間必須與記錄產生的時間

一致：所記事件發生在窩闊台生前，所以記錄的時間就不能發生在

窩闊台死後。這樣的假設，因其明顯缺陷，不能作為推論《元朝秘

史》「寫畢」於 1240 年的依據。主張《元朝秘史》源文本是為托雷

系作政治宣傳的說法，僅僅指出書中對托雷系的正面描述是遠遠不

夠的，更重要的恐怕是需要回答書中為甚麼沒有更多、更加熱烈地

讚頌托雷和蒙哥的描寫的問題。《元朝秘史》的主角是蒙古帝國前二

帝，即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汗，而對於托雷和蒙哥的記述，即使是正

面的，所佔篇幅與前二汗比也顯得微乎其微，而將這樣一個文本作

為向蒙哥被推舉為大汗的獻禮就顯得十分牽強，因此也就不適合將

《元朝秘史》源文本的成書時間與窩闊台系和托雷系的政治權力角逐

聯繫在一起分析。而以書中地名建制早晚來確定成書時間的做法，

前提是一定要確保我們討論的《元朝秘史》是成書當時的樣子，否

則，在傳抄、製版、翻譯、流傳的過程中，難保這些地名不會發生

改變，而這個過程中的每一個改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意味著一

個新的文本的產生。40 尤其是現存《元朝秘史》的本子與其源文本的

關係還難以確定，我們從來就不曾見過《元朝秘史》的源文本，我

們甚至沒有十足的把握肯定我們正在討論的這樣一個回鶻文寫就的

蒙古語文本一定存在過，畢竟，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還只是

一個使用漢字記音釋義的《元朝秘史》。另外，使用地名建制作為

證據也要注意與其他文獻的參照互檢，比如，亦鄰真在研究中早就

發現，「宣德府」不僅見於《元朝秘史》，也相應地見於《聖武親征

錄》和《元史》等相關記載，因此「宣德府」地名的產生和文獻中

對該地名的使用之間的關係，可能比之前想像的更加複雜，還不宜

簡單拿來充當決定《元朝秘史》產生時間的證據。而關於《元朝秘史》

40 D. F. McKenzie,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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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出現的「東昌」這一地名的討論就更要小心，因為，就像亦鄰真

所指出的，這裡的「昌」字還有可能是文本產生和轉抄過程中產生的

一個訛誤：《元朝秘史》裡所說的東昌，在《黃金史》（Altan Tobči）、

《聖武親征錄》、《元史》、《史集》等其他文本都寫作「東京」。41 

將《元朝秘史》源文本成書時間確定為公元 1228 年的說法，

因為涉及到古代文本形成和流傳的某些重要問題，所以特別值得在

此作進一步探討。讓我們先來看《元朝秘史》一次成書說和非一次

成書說的區別。所謂的一次成書說，指的是以書中的部分內容為依

據，按第 282 節鼠兒年的提示，找出一個鼠兒年作為成書的時間下

限，從而將這一時間點看作全書形成的時間。前邊提到的幾種假設

多屬於一次成書說。將《元朝秘史》源文本的成書年代確定為 1228

年的假設則不同，從一開始就主張該書並非一氣呵成、而是不同時

期形成的不同文本被編輯到一起的結果。大致說來，這種說法根據

漢譯《元朝秘史》的現有形態，認為該書講述的主角是成吉思汗，

寫成於公元 1228 年，成吉思汗死後關於窩闊台的描寫部分則屬於

後來加入的，當然，將整個文本分成兩部分還是多於兩部分，以及

對每一部分完成年代的猜測或許不盡相同，但這些不同說法的思路

基本一致。42 公元 1228 年接近成吉思汗去世、窩闊台繼承帝業的節

點。選擇這一年作為《元朝秘史》源文本的成書時間，就必須要解

釋為甚麼該書包含了窩闊台上台之後—也就是 1228 年之後—

的記事。這就必然引向一種說法：《元朝秘史》的源文本至少有成

書時間不同的兩個部分、最後經過編輯整合才形成一個文本。這一

點，我們從二十世紀初丁謙、那珂通世，一直到後來的小林高四

郎、羅依果和亦鄰真等的假說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43 因為亦鄰真

41 關於對「宣德府」和「東昌」二地名的討論，見亦鄰真：〈《元朝秘史》及其復原〉，
頁 82–83。

42 白．特木爾巴根：《〈蒙古秘史〉文獻版本考》，頁 25–26；甄金：《蒙古秘史學概
論》，頁 67–68。

43 甄金將這些說法簡單歸納成九種，見甄金：《蒙古秘史學概論》，頁 67–69；亦鄰真
提出自己的觀點時，對之前的說法都有相關的回應，見亦鄰真：〈《元朝秘史》及

其復原〉，頁 81–83。

的觀點晚出，最有代表性，所以我們就以他的觀點為例集中檢視一

下這種說法的基本要點。

亦鄰真認為，《元朝秘史》第 282 節所說的鼠兒年「寫畢」的

文本，反映的是該書源文本或者是源文本的草稿最早完成的部分，

後來經過不止一次的補充和修改，層累形成了後來《元朝秘史》所

反映出來的源文本形態。最後，明代翰林院的編譯者將《元朝秘史》

從源文本譯成漢文之後，將該書源文本有關鼠兒年「寫畢」的一段

文字移至全書末尾，即今天我們在《元朝秘史》最後所看到的第

282 節漢字音義翻譯。根據亦鄰真的推測，《元朝秘史》源文本中最

早的內容，主要來自蒙古耆老的口述，是對過去孛兒帖赤那二十幾

代口頭流傳的故事的整理和修飾，應該是蒙古帝國統治者家史（亦

即國史，蒙語稱「脫卜赤顏」）的最早文字記載。之後在窩闊台時

期或其死後，又一批耆老口述以往可汗的事跡，對之前的記載也作

了加工整理，雖然內容充實了不少，卻增加了很多錯誤，包括將稱

帝之前的窩闊台也稱為汗。在亦鄰真看來，與這些內容類似的脫卜

赤顏，就是明初翰林學士們編寫蒙語教科書時所依據的材料；因為

明人看重這些材料在語言學習方面的功能而不是其歷史價值，所以

他們漢譯的未必是留下來的脫卜赤顏的全部，也就是說，現存《元

朝秘史》有可能是蒙古脫卜赤顏的摘編。44

亦鄰真以上觀點最重要的依據，仍然是《元朝秘史》第 282 節

的內容。他認為，要確定第 282 節所說的鼠兒年到底是哪一個鼠兒

年，除了時間因素，還必須要同時考慮地點和事件的因素，即該書

寫就於鼠兒年在闊迭額阿舌剌這個地方召開的忽里合大會期間。能

滿足這一條件的，只有《元朝秘史》第 269 節的相關記載：緊接著

成吉思汗去世的那個鼠兒年（即 1228年），如下文所示：

成吉思汗既崩。鼠兒年右手大王察阿歹巴禿。左手

大王斡赤斤。同在內拖雷等諸王駙馬。並萬戶千戶等。於

客魯連河闊迭兀阿舌剌勒地行。大聚會著依成吉思遺命。

44 亦鄰真：〈《元朝秘史》及其復原〉，頁 83–84。


